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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育改革
———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到作为社会—文化改革

程天君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新中国 60 年来的教育历程大体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基于政治—经济需要和逻辑推

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建国初年，伴随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颁布，思想改造运动政治化地整饬了教师的角色；“52 调整”既
是经济重工业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政治整齐化的重大举措；“85 决定”则直接造就了此后 20 年转移政治—经济义务的“义务教

育”，并与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1992 改元市场经济以降，教育改革，尤其高等教育改革惟经济主义马首

是瞻，走上“扩招”、“升级”、“并校”的产业化和大跃进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

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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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我国教育

的主题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历程，大体亦

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世

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办学条

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但 60 年来的教育

改革，特别是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作为政

治—经济的教育改革，亦即基于政治—经济需要和

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

一、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贯穿 60 年来

的教育历程。撇开“文革”期间教育的全面政治化这

类极端情况不论，举其要者就有：建国初年的思想改

造运动与教师（知识分子）角色政治化重塑；经济重

工业化、政治整齐化需求与院系调整；80 年代教育

体制改革与政府政治、经济责任转移；90 年代市场

经济改革，教育产业化。
1. 思想改造运动：教师角色的政治学重塑

教师的政治—经济学作用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

视。列宁就曾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和建设教师队

伍的政策。“改造”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亦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早在

1939 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41 年《改造我们的

学习》及 1942 年《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多次阐释了改造知识分子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的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

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

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伴随着这一新民主

主义教育政策的颁布，对于教师（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运动政治化地铺开了。尽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自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之时就已经开

始了，但“思想改造”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 1949 年

开始的，并迅速成为广泛流行的常用词并广泛运用

于具体革命实践，从而在 50 年代推展成为一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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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造运动”［2］。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

次会议上定下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基调，并阐明了其

政治—经济学任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

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的运动。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

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是日，《人民日报》发表评

论《认真开展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

动》，掀起了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稍早的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

万人民教师》要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

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逐步地真正

够得上“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11 月 1 日出版的

《人民教育》杂志第 4 卷第 1 期发表题为《人民教师

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论，其中提到，人民教

师和一切人民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

魂工程师”。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学

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

“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

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

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在

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

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

的反革命分子”。1952 年 1 月 5 日，全国政协常委相

应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

决定》，思想改造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内铺开［2］。
事后看来，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思

想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思想

改造运动直接的触发点，是为了整肃教育界欧美派

的知识分子，以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和党委在学校中

的领导地位［2］，从而实现“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

教育之目标，即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
教育改造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宣部

针对当时各地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混淆概念而特地发

布的《关于教师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几个问题》
（1952 年 8 月 17 日）对此直言不讳：“这个运动的目

标主要是：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

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

级思想的界限；在学校中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

导。”［2］思想改造运动及其伴生物思想检讨浪潮，首

先以高校、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为标志而掀

起，并形成了频繁性、相关性和连带性等鲜明特点：

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使新生的中国元气大伤，社会

和政治进入一种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动乱中，知识

分子生存境遇每况愈下；开了“学生整老师”的先河，

以致在后来的“文革”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一开始便在红卫兵、革命小将面前俯首称臣；“连坐”
方法和“人人洗澡过关”式运动殃及广泛，50 年代

初，参加运动的高校教职员达 91%，中等学校教职员

达 75%［2］。
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广度触目惊心，乃至有学

者总结道：“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

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可能从没受到过表扬，但不可能

没做过检讨；他也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

写过检讨书。”［2］而其影响深度更是难以估量，经此

思想改造运动，“政统”与“道统”得以合一，多少硕学

大儒为威武所屈，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4］。作家由自

由创作变为国家计划生产，作品由争奇斗艳化为整

齐一致，以致德国汉学家顾彬不无痛心地讥讽：“中

国 1949 年以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之前的

文学是几百块钱的‘五粮液’……当代中国作家基本

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2］教师则因思

想改造运动而“统一了”思想，其角色被塑造为作为

匠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由此，教育与教师所有的

工作都致力于培养适合生存于“新秩序”中的“新

人”，而这个新秩序的世界是一个规范无所不在的总

体，个体所有的癖性———被定义为杂草、边缘、未教

化———都需要被铲除，在塑造新人的实践中，教育者

充当起社会生活的立法者，成为国家权力的延续［5］。
2.“52 调整”和“85 决定”：教育改革的政治—

经济学协奏

上世纪 50 年代，与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知识

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是院系调整。院系调

整的主方向就是“向苏联学习”。1952 年 6 月至 9
月，中央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

置（简称“52 调整”），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

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全盘调整后，

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

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

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

此前的 108 所大幅度增至 149 所，而高校数量由

1952 年之前的 211 所下降到 1953 年后的 183 所，

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
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就是经济重工业化的

需求。新中国需要大量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被

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

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经济建设计划紧密

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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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

学生分配。显然，这是一种培养“专家”的教育体制。
而且，正如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

进一样，伴随着抗美援朝和苏联专家的来华，以及领

导们对自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心

的增长，这次教育改革很快狂风骤雨、一往无前地在

1952 年开展起来。除了经济驱动之外，这次教育改

革的另一个目的和功能就是政治整齐化。经此调整

和改造，高校从此失去自主权，特别是教学自主权，

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

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地看，院系调整实乃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革，由此，

中西的通识教育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

匠，再无独立的思想可言，甚至出现了一些为顺应政

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

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

射微尘于生物无害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4］。
跳过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值得关注的是 1984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

中被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第九条，中心内容就是

关于知识和人才、科技和教育的。旋即，1985 年出台

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85
决定”）。客观地说，这一教改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

和实现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改革初衷，而且它

可贵地确认，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

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责成制定义务

教育法。但与此同时，它也确立了对后来我国城乡教

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制度———“分级办学”，
并授权“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85 决定”明确

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

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

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省、市（地）、县、乡分

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

定”［6］。随后，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实施《〈义务教

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86 年 9 月)进一步规定，

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后来

的实践中基本上采用“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

学”的做法［7］。
“分级办学”作为此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实行

城乡教育分割的制度，连同“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

加”的政策授权，将本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

的政治—经济责任和义务，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其

结果是不仅加重了农村和农民的负担，而且造成了

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延续与扩大。据

有学者考察，在 1986~2000 年的 15 年间未能接受九

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少年儿童高达 1.5 亿人；在高

中和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超过改革以前；

而这种状况有可能促使未来的城乡关系朝着更加不

平衡的方向发展［7］。就连当时的主事者也坦诚，1986
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因在“钱”上遇到羁绊，只能

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办”这种方式，把义务教育的过

半费用推给农民和企业承担，以致我国“20 年来的

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成就”的［8］。
回首看，“85 决定”直接造就了此后 20 年转移政

治—经济义务的“义务教育”，并与重点学校制度一

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
3. 扩招、升级与并校：教育改革的经济学亢进

时间到了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

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鲜明论

断；是年秋，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即，1993 年颁

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93 纲要”）
提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

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9］这为

日后教育改革迈向事实上的、无以问责的市场化、产
业化、大跃进开启了绿灯。

1992 改元市场经济以降，大规模国企改制开始

推行，不少国企纷纷倒闭，大规模接受大学生的能力

远不如前，于是 1996 年国家开始了双向选择、自由

择业的试点，至 1998 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

制度基本取消。从 1992 年到 1998 年，国企改制、市
场经济改革等导致的失业（“下岗”）人群大规模出

现。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疲软。困局当

口，经济学者汤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

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扩

大招生数量。其中最诱人的理由就是，扩招可以一

举解决经济和就业两大难题：扩招可以拉动内需，

确保经济增长 8%的目标；扩招可避免年轻人进入就

业市场，从而形成与大量下岗工人竞争的恶性局面。
建议被采纳，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

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旋即出台。
1999 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 50 多万人，招生总数达

160 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 47.4%。从 1999
至 2001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 3 年间的平均增幅

为 33.5%，从 1999 至 2004 年，6 年间的平均增幅高

达 24.8%。“十五”规划提出的 2010 年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15% ，在 2002 年提前 8 年实现。扩招

数量之巨、速度之猛，超出了建议者当初“3 年扩 1

17



倍”的建议，6 年扩了超过 5 倍；也超出了 1999 年教

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高考录

取率“提高到 2000 年的 11%左右”的计划；更超出

了“93 纲要”中“使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

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愿望。这为日后

的研究生“大跃进”和大学生就业难埋下了必然发

芽的种子。
尽管迟至 2005 年“教育产业化”才成为“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叫停，但把教育作为产业操持的

经济学思维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并日益走强：

1984 年国家统计局把教育划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

个层次；199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

业的决定》明确把教育事业归属于“第三产业”，“包

括教育事业等现有大部分福利性、公益型和事业型

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产业化管理”；
1999 年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

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这些都成为“教育产业化”思潮和实践的政策

依凭和思想导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实际动机还

是发展路径，90 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是当时“教育产

业化”思潮的产物，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10］。
大学教育产业化、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假大空

的并校风，这被有的学者概括为我国教育改革特别

是大学体制改革的 3 大明显败笔。该学者认为，伴随

着教育产业化改革，大学升级非理性冒进，学校变学

院、学院升大学，中等师范学校几乎绝迹、高等专科

学校难以寻觅，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而升级的

动力则来自于政绩需要，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和经

济思维抓教育改革。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

利益有关，大学合并则显然来自上层，硕士点、博士

点、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基地之类的都要上面

来批，这样就强行制造出高校合并的机制来，结果是

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

的特色，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把数条

帆船拼接在一起是成不了航空母舰（世界一流大学）

的［11］。与高校扩招并行的，却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 GDP 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2.5%上下，是一条平

缓的直线；支撑高校“跨越式发展”的，一是学生的学

费，二是通过“银校合作”方式向银行贷款，它导致了

巨额的高校负债，这种国家不增加经费投入而大规

模发展教育的模式，包括公办大学大规模举债、大建

“大学城”、举办高收费的“独立学院”，连同基础教育

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等等，都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

教育改革的“特殊”产物［10］。

二、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文化改革

诚然，教育有问题，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的问

题；教育需要改革，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本身的改

革。实践表明，如果仅仅或者全部把教育改革作为政

治—经济改革，便会要么把教育沦为政治统治的工

具，要么把教育用于经济指标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

夹，其负面效果所在多多，未来前景着实堪忧。作为

政治改革的教育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着社会

主义改造而势在必然，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在过去

20 多年里因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浪潮而随波

逐流，并在申讨和危机中亟待转型。教育改革转型的

主题便是：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作为经

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走向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文化

改革。
1. 教育改革：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到以“社

会改革”为中心

改革教育改革，或者说教育改革的转型，既有政

策背景，亦不乏学理支撑。从宏观政策而言，从 21 世

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开始，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和“和谐社会”等改革目标，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

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各个方面。特

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

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尤为瞩目。
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作出了“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就

学理而言，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

和社会 3 个方面，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分解（渐进）

式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

这样一种“三步走”的“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经

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做蛋糕），社会改革的主体是

分配（分蛋糕），政治改革的主体是分享权力。过去二

三十年，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未来二三十

年，需要转移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12］。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自 1978 年至

21 世纪初，主体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特别是 1992 年

以来，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

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据估计，2030 年的中国将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经济总量相当于

美国的 2.0~2.2 倍，人类发展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3.2

18



倍［13］。从 21 世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改

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

改革的目标是“和谐社会”，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

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

方面；社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亲商”）
和稳定（“亲民”）的平衡［12］。中国改革从以“经济改

革”为中心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转移，为教育改

革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改

革，提供了时代背景、行动依据和现实可能。
2. 作为社会—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社会—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远比作为政

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更为困难。因为“经济改革

说穿了，就是要把人最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每个

人去追逐私利”，而“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

有利他性的，要为公共物品掏钱……中国对社会保

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 GDP 总量相比是非常

低的”［12］。这说明，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巨。改

革教育改革，使之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改革，起码

要做到一个确保，施行两种解救，具备一个视野。
首先，要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前述

1986~2006 年 20 年转嫁国家和政府责任于农民的

“义务教育”，连同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

题积重难返，并在近年来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雪上

加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社会的基础

性公平”［14］，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改革，对中国社会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教育不公

突出表现在少数优势群体的“过度教育”和广大弱势

群体的“教育不足”上，无论是教育过度还是教育不

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11］：就教育过度（一

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而被继续攻读学位）而言，过度教育意味

着过度期待，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

家；就教育不足而言（社会的流动更多和金钱的多少

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与才智越来越不关联），教

育制度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教育提供给弱势者

的不是希望而是怨恨，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感

社会不公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职责”［15］，国家和政府要加

大补偿和纠错力度，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
毕竟，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是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

业［16］。作为社会改革的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就

是使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城市民

工子弟及弱势群体子弟享受到教育的“国民待遇”，
确保其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一基本人权。而且，教育必

须连同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社会改革配套进行、统
筹协调，走出我国“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自我

剥削的方式成为别国透支的对象） 和社会保障 （住

房、医疗、教育）“负福利”状态（农民及城市弱势群体

无福利待遇），确保社会保障的“低福利”（相对于穷

富都保的“高福利”而言，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如美国

的医疗保障只保 65 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线以下的

穷人，占总人口的 18%；而在中国近似的覆盖率中，

公费医疗 80%却用在领导干部身上）［17］。
其次，施行两种解救。一是把教育改革从作为政

治，特别是作为经济改革的范畴中解救出来，归位于

社会改革领域。我国既有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是

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需要、
经济需求的政策表达，“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不在于

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

需要，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明显侧重于国家主义和

经济主义等”［18］。改革开放至今，教育还是政府的一

部分，教育部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权力越来越

多，垄断和审批大多数教育资源。只要教育界还是政

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

不会成为有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只有当教育界发展

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

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11］。教育体制的官

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教育以

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

育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11］。
二是解救教育于政治、经济，就是要树立和发展教育

的自主性。为此，要抵制教育改革的独断和盲目决

策，进行政策论证，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同时要恢复

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权利，剔除行政权力

的侵蚀和干扰。譬如，按国际惯例，刊号本来不过是

一组数字而已，都是无限供给，按需分配，无须耗费

什么成本，从根子上说，出版权本来也是作为基本人

权的表达权的派生，但我们的体制却把这种本来属

于社会的权利转化成了行政权力，对刊号实行严格

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变可无限再生资源为不可再

生资源，变无限供给为有限供给，变平衡供给为紧缺

供给，使得刊号奇货可居。这不但造成了刊号身价马

上扶摇直上、以刊号折抵金钱等诸多乱象，还干扰和

侵蚀了学者的表达权［19］。再譬如，官僚化的教育评

审制度作为教育政治化加经济化的畸形产儿，信奉

“科学文献索引”（所谓 SCI，类似的还有 CSSCI 等）

这一“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把

国外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的检索工

具 SCI，引进和异化为学校排名、项目评审、科研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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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Political-economic Reform to Social-cultural Reform

CHENG Tian-jun
（Center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China）

Abstract：The education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past sixty years is approximately characterized as a history of vari-
ous reforms，of which most of them could be identified as reforms based on political-economic needs. In the founding pe-
riod，with the release of the new-democratic educational policies，the ideological reform movement rectified teacher’s role
in a political way. The department adjustment in 1952 occurred to meet urgent demands of developing heavy industry，and
also acted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olitical homogenization. The resolution in 1985 spurred the particular“compulsory
education”that shirked the compulsory political-economic duties directly，which made education injustice difficult to reverse
along with the key school system. Since the rise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1992，educational reform，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field，has subordinated itself to economic reform and taken to the road of great leap forward，expanding franti-
cally，upgrading irrationally and mergering improperly. Educational reform，as a subspecies of political-economic reform，

was used by either political rules or economic indicators，even both of them，which made it hard to function well.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educational reform into a social-cultural sort，bringing it back 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reform and
retaining the views of culture.

Key words：educational reform；political-economic reform；social-cultural reform；sociology of education

报、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的最重要乃至

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部门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引进

和改装各种评审制度，并主动自创，无非是要确保教

育官僚的专制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11］。
再次，保有文化视野。我们的教育改革，往往施

以“革命的”手段，推行“一刀切”，强调“跨越式”发展

（很多时候实为“大跃进”），充满“乌托邦”色彩，而与

此同时，常常不注重对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的保全、
敬重和守护。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一种社会改革，

教育改革不是要砸碎旧制度，重建什么新制度，而是

在承认现有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自我调整和

完善，但既有教育改革却呈现出过多的“教育革命”
画面，教育变革“泛革命化”（包括当代“泛改革化”或
简单把改革看成革命），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视野。
“文化视野”把握多元价值，强调兼容兼顾，以文化视

野审视教育改革，要求我们极教育研究之“高明”，而

道实践运作之“中庸”，从思想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

多元整合，文而化之［20］。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改革

怀有“保守”自觉，警惕“激进”行动，克服“商业化”侵
蚀，注重文化的积淀、传承与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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